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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本案主要事实及证据

一、本案主要事实
经依法审查查明，2011年2月25日早六时许，吴某驾驶宝来车缓缓驶出自家车库之时，遭遇刘某及窦某抢劫，后刘、窦二人驾驶摩托车沿东西向大街逃跑，吴某发动轿车高速追赶，其间持有劫得财物的窦某跳车逃跑。吴某紧追刘某不放，及至与摩托车并行向右打方向盘，逐步迫使刘某靠近人行道边石行驶，在并行至距A5-N278号路灯杆（距吴某所住小区约500米）约18米处时，摩托车突然摔上人行道，撞上人行道上的梧桐树，驾车劫匪刘某被抛出，刘某因颈椎折断，当场死亡。摩托车因惯性继续向前滑行10米，撞倒晨练老者何某，何某脑溢血复发，虽经抢救，至今仍为植物人状态。

现场勘验表明，刘某驾驶的摩托车后轮右侧面有强烈摩擦痕迹，系与人行道路岩石摩擦形成。摩托车摔上人行道前20米中，与轿车的垂直距离60—80厘米，摔出前三米内最近垂直距离为60厘米。路沿高20厘米，宝来轿车车速100km/h。且案发之时，路面有积雪且天色未亮、路灯未开。

二、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
1、 黄海市交警队受理公民报警情况登记表、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证实：交警队到达现场时，刘某颈椎折断，已死亡；何某昏迷，卧倒在地，头下有血溢出。

2、 现场勘查笔录、照片、现场示意图证实:案发时，宝来轿车时速100km/h,路面有积雪，天色昏暗。刘某所骑摩托车后轮有与人行道路沿摩擦的明显痕迹，摔出前三米内吴某所驾驶的汽车车轮与摩托车车轮的垂直距离为60厘米，根据两车车型，进而得知两车的最近距离仅为17厘米。
3、 法医鉴定书一份，可证明：何某系头部着地撞击，引发脑溢血，现仍为植物人状态。

4、 黄海市交警大队对吴某的询问笔录及吴某陈述证实：吴某每日早六时驾车离家，案发当日，携带八万元现金、十万元借据一张、一张长期守号预订当日开奖的超级大乐透彩券。

5、 抢劫者窦某投案自首时所作口供证实其与刘某的作案过程如上所述。
三、主要控诉意见

我们认为，吴某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理由有：

（一）吴某不顾恶劣的路况，以100km/m的速度追逐刘某，其行为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

（二）吴某对其行为的危害性有着明确的认知，应该认识到可能造成的后果而因疏忽大意没有认识到，在主观上存在过失。

（三）根据证据显示，吴某的追逐与迫使行为是造成刘某摔倒的主要原因，与刘某的死亡后果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理应负刑事责任。

第二部分 控诉意见
我们认为，吴某的行为构成犯罪，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的过失致人死亡罪。具体分析如下：

一、吴某的追逐行为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

吴某财物被抢，遂进行追赶，其行为本来没有什么过错。然而我们对行为的认识一定要与该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等背景因素联系在一起综合考虑。本案发生的时间为冬季早6时刚过，此时天未大亮，路灯照明效果不是很好，路上还有行人，并且在案发前一天夜里下过雪，路面可以明显看到车胎痕迹说明当时路况不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冰雪道路上行驶时最高行驶速度不得超过30km/h，而吴某却一直高速追赶摩托车，并在持有财物者窦某下车跑走后仍紧追驾驶摩托车的刘某，出事前速度甚至达到了100km/h。可以相信，在如此糟糕的路面上以100km/h的速度追逐刘某具有极高的危险性，对刘某和公路上不特定的行人的人身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而一死一伤的事实结果也证明了这种危险性。

此外，吴某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还采取了不断向右打轮逼迫刘某靠近人行道路边石行驶的行为。保持安全的车间距是安全行驶的必要条件，而根据现场勘验，摩托车车轮印与并行的宝来轿车车轮印垂直间距在60—80厘米之间，摔出前3米内最近垂直间距为60厘米，除去轮胎厚度、车身厚度和车镜宽度，两车的最小间距远远小于60厘米，且当时路上尚有晨练的行人，吴某迫使刘某靠近路沿行驶，其危险性可想而知。

二、吴某对其行为的危害性有着明确的认知，主观上存在过失。

吴某每日驾驶车去肉店开店，她对行车知识、如何安全驾驶及危险驾驶的后果定然有一定的了解，也就是说有预见危险的义务。在早晨天未亮、照明状况不佳、路上有行人且路上存有积雪的情况下，以接近100km/h的速度告诉追赶摩托车，并且在并行后不断向右打方向盘致使刘某无法避免地在吴某车辆与路沿之间极小的间距内高速行驶，负有预见义务的吴某应该意识到这一系列的危险行为对刘某以及路人的人身安全会造成威胁，极有可能产生危害后果。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吴某当时却并未预见到危害后果，采取了这一系列的行为，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很明显，吴某主观上存在过失，本应预见到危险的吴某却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存在，她疏忽大意而实行的危险行为导致了危险结果的发生。

三、吴某的追逐行为是造成刘某死亡的主要原因。

吴某客观上实施了危害行为并且发生了危害结果，主观上抱持着过失的心理状态。在主观状态的驱使下，吴某实施的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着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对吴某个人的行为进行考查，吴某具有危害性的追逐行为对一死一伤的危害结果发生起了主要作用。

从现场勘验结果上看，摩托车后轮右侧面有强烈磨擦痕迹，系与人行道路沿石磨擦时形成，而该车前轮右侧面则没有与人行道路沿石磨擦的痕迹且吴某车身也没有与摩托车的摩擦痕迹。为什么摩托车的后轮右侧与路沿有摩擦而前轮却没有呢？摩托车的前轮与车把相连接，控制方向，后轮方向的摆动则是受车身影响。由此可见，刘某因后轮右侧与路沿摩擦摔倒并不是一般简单撞上路沿，而是由于行驶时刘某被吴某逼迫无奈距离路沿过近，左侧又有吴某车辆，冰雪路面上高速车身无法保持稳定，在此种情况下，车轮（由于路沿高度与摩托车轮胎高度的差值，不是车身摩擦路沿）摩擦路沿而摔倒。这就是我们认定吴某的追逐行为是造成危害结果的主要原因的事实依据。

当然，刘某的逃跑行为、自然条件、路况条件等因素也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影响。这也被辩护方用来作无罪辩护的理由。我们认为，任何事物的变化发展都是内因与外因、根据与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作为根据的内因决定着事物所发生的性质变化，是产生结果的根本原因。”“作为结果发生外部条件的外因，是事物内部根据得以实现和展开所凭借的外部因素的总和。”“外因由于其自身所固有的外部性质，决定它只能从事物外部作用于事物内部的根据，从而影响事物的变化，引起结果的发生，而不能直接从事物内部去决定事物变化的性质和方法，即不能直接作为根据存在和起作用。”

在本案中，吴某高速追逐并且逼迫刘某右靠路沿石的行为是造成刘某摩托车摔倒，摔死并撞伤一人的内因，而刘某逃跑行为、路面有积雪，路灯未开天色昏暗，路况极差等情况，对于危害结果的发生是特殊条件，即外部因素。因为在案件发生过程中，作为客观条件的路况并没有“通过中介转化为事物内部的‘根据’，使决定原来事物变化方向的根据丧失其作为根据的性质和作用，从而改变了事物变化的方向”，也就是说客观的路况情况并没有改变吴某实施的危害行为与发生危害结果的因果关系，而是对于作为内因的危害行为起到的是“条件”的作用。即吴某实施行为以外的，与危害结果发生有一定关系的因素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是非决定性作用。因此，虽然最终的危害结果是由危害行为与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吴某的行为作为主要原因，追究其刑事责任是必然的、合理的。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吴某实施这一系列行为的初衷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而刘某伙同窦某的行为也确实侵害了吴某的权益。但是，善良的初衷并不能否认吴某实施行为时主观上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更不能成为吴某采取如此危险甚至有些极端的手段危害他人权益的借口。我国法律鼓励人们在正当权益遭受损失时采取必要的手段进行弥补，但是必须要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其手段、结果等也必须在一定的限度之内。此案中，吴某的行为存在不当，追赶手段有些极端且危险性极大。我国法律并不支持人们为维护自身利益而采取不顾他人利益，且造成更大且不必要危险行为具有合法性。因此，吴某应为其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三：“过失致人死亡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吴某行为完全符合这一条规定，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第三部分 针对辩护方意见的反驳

以下我们将针对辩护方提出的辩护意见提出反驳：

一、针对扭送的反驳

辩护方认为，吴某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扭送行为。我们认为这种理解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吴某进行扭送的目的有瑕疵。如果吴某的追逐行为是扭送的话，那她应该将犯罪嫌疑人扭送至公检法机关，或者说有趋势将犯罪嫌疑人扭送至公检法机关。假设吴某追匪成功，成功逼停了刘某。此时，吴某就会失去驾驶宝来车的速度优势，以一己之力面对刘某。身为女性的吴某没有任何工具，独自面对可能携带犯罪工具的男性刘某，在吴某和刘某间存在较大的实力差距。在当时情况下，寻求路人帮助是非常苦难的，于是吴某扭送成功的可能性是极低的，更别谈拿回被抢走的财产。所以，吴某扭送刘某在客观上是难以实现的。那么吴某实施的行为就不是为了扭送。

其次，扭送和防卫一样，都存在限度的问题。限度之内的合理的防卫行为我们称之为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就是防卫过当，需要按照实际情况承担法律责任。扭送也一样，虽然刑事法律中没有对扭送的限度作出具体规定，但是学界通说认为，“对待不扭送中如果被扭送人没有暴力反抗，一般采取非暴力手段”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研究院副院长杨宇冠认为，如果确认了他们的“扭送”是合法的，但是“扭送”超过了必要的强度构成犯罪的话，比较符合过失致人死亡罪的特征
。由此可知，扭送也是存在必要限度的。本案中，吴某主观上存在过失的过错，客观上其追逐行为造成了刘某的死亡和何某的重伤，明显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如果我们承认了这种暴力扭送，那就是对被扭送人人权的亵渎，不符合我国刑法的人道主义精神。

最后，扭送是刑事诉讼法赋予公民的一项权利，权利设置的目的是为了协助公安司法机关捉拿犯罪嫌疑人或者服刑犯，使其及时受到刑事追究。它更多的是一种程序上的权利，体现的是一般公众对于犯罪行为的打击，这从权利来源是程序法的刑事诉讼法而非实体法的刑法上可见一斑。吴某的实施追逐刘某的行为不是扭送行为。

二、针对正当防卫的反驳

辩护方还认为，吴某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的正当防卫行为。我们认为辩护方错误理解发正当防卫的涵义。吴某的行为既不属于防卫过当，也不应适用“特殊防卫”的规定。
1、吴某的追逐行为不属于防卫过当

    我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里涉及到正当防卫的限度问题。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是指方为人的防卫行为正好足以制止不法侵害人的不法行为，而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对其造成重大损害。具体而言包含两层意义：

其一，防卫的必要限度指防卫人的防卫行为正好足以制止不法侵害人的不法侵害行为，二者是基本适应的，对此应当根据不法侵害人和防卫人双方的人数、工具、杀伤力、体力、环境等情况全面考虑,也就是说在工具、强度、利益等方面的相当。

在本案中，在刘某逃跑的过程中，已经不存在任何对吴某的人身伤害，吴某却使用高速驾车、紧紧逼迫的极其危险的方式，使得刘某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在强度上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在工具上，吴某驾驶轿车，而刘某驾驶摩托车，轿车平稳且驾驶者能够得到较好的保护，但摩托车在高速驾驶颠簸较大，且驾驶者的危险系数明显更大。在利益衡量方面，一方面是财产利益，一方面是生命安全，孰轻孰重非常明确。

    其二，防卫人的这种必要的防卫行为，没有给不法侵害人造成不应有的重大伤害。所谓“不应有的重大伤害”，是跟“应有的损害”相对而言的。如果防卫行为造成的后果是为制止不大侵害所必须的，也是该防卫行为所必然会产生的结果，且这一结果是同不法侵害可能造成或正在造成的危害后果基本上相适应，并没有超出为抵御、制止、排除这种危害后果的发生所以需的程度，这种防卫后果就是“应有的损害”，也就没有造成不应有的重大损害。

在本案中，在刘某逃跑的过程中，已经不存在任何对吴某的人身伤害，吴某却使用高速驾车、紧紧逼迫的极其危险的方式，使得刘某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并客观上造成了其摔车身亡的严重后果，这种致人死亡的结果明显超出了刘某“应有损害”的程度。

我们并不回避吴某行为之前存在刘某和窦某抢劫的事实，也不否认在财产性犯罪的情况下，行为虽然已经既遂，但在现场还来得及挽回损失的，可以实行正当防卫。但防卫是要有限度的，在本案中，吴某防卫时的工具、强度明显超出当时刘某行为所具备的，追求的利益又明显小于刘某因其行为所损失的，也就是说造成了刘某“不应有的损害”——即死亡的后果。所以应当认定其追击刘某并造成刘某死亡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

2、对刘某的防卫不适用“特殊防卫”的规定

    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其中，有四个关键词需要高度重视，即“正在”、“严重”、“人身安全”、“暴力犯罪”，也就是说无过当防卫的前提条件必须是正在严重危急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同时，不能单纯以其行为最终成立何种罪名为标准得出结论。抢劫罪等虽然在一般情况下视为一种暴力犯罪，但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严重危急人身安全。在本案里，追匪过程中，刘某显然已经不对吴某实施严重危急人身安全的暴力行为，吴某也应当很清晰的认识到刘某没有对她实行“正在”的“暴力行为”，而且刘某的行为自始自终没有“严重”危急吴某的“人身安全”，但吴某却为了追回自己的财产利益，采取极其危险的手段追赶和逼迫刘某，并最终导致其摔车死亡的严重后果，很显然不属于本款规定的无过当防卫，也就是说，不属于“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不负刑事责任”的范畴。

三、针对意外事件的反驳

辩护方还提出，刘某的死亡以及何某的重伤是意外事件，进而说明吴某不应负刑事责任。我们认为，这种理解也存在着错误之处。
意外事件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实施某一行为在客观上导致了他人死亡的结果，但既不是出于故意，也不存在主观上的过失，而是由于不能预见的原因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能预见的原因则是指根据行为人的实际认识能力和当时的具体情况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根本不可能预见。

在本案中，如果没有吴某的步步紧逼、不断向右打方向盘的行为，刘某是不可能在靠近马路沿如此近的距离内高速行驶的，也就不会出现后轮与路沿摩擦，引发的摔车和死亡结果。在此种情形下，刘某行车的危险是吴某带来的，危害结果因其行为而产生，存在客观的、直接的因果联系，显然不属于意外事件（详细论证请见第二部分的阐述）。

换个角度思考，吴某为什么要像右打方向盘呢？按照吴某的辩称，她是想把劫匪逼停。那她为什么选择这种方式去逼停对方呢？就是因为有危险的存在。也就是说，只要刘某不停，危险就存在，吴某也应当清楚停或者不停两种可能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能以被害人有可能避免危险而为加害人开脱罪责的。

    关于何某的重伤，虽然在表面上存在偶然的成分，但实际上也不能够认定为意外事件。

被害人何某虽有脑溢血病史，但这只是其重伤结果出现的特殊条件，行为的因与重伤的果正是借助于这一特殊的条件而联系起来的，但原因才是引起结果的诸多因素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若无被告人的行为，被害人何某的脑溢血这个自身所具有的条件是不可能产生本案的危害结果的。这一点是首先需要明确的。

意外事件是指，行为人的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的情形。成立意外事件必须主观上不可能预见到结果的发生，是无过错的。本案中，行为人虽主观上不具有故意，但主观上显然也不属于无罪过的情形（本案中吴某虽然不能知道哪位路人可能会以何种方式遭遇危害，但对于道路安全的破坏和概括的危险却是能够预见到的，属于疏忽大意的过失），所以被害人何某重伤的结果，吴某是应当预见而没有遇见，并且在客观上，造成何某重伤结果的直接原因是飞出去的摩托车，这一直接原因的产生，与吴某的行为是密切相关的。所以，不属于意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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